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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如何判明“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当属毒品犯罪抑或他罪，随着司法实践

的不断演进，毒品犯罪侵犯的法益是厘清“互联网+物流”涉毒行为属毒品犯罪抑或他罪的

根本。毒品之所以谓之毒品，核心是国家的列管，而国家列管的依据则是毒品自身的特性。

毒品犯罪侵犯的法益形式上是国家对毒品的列管制度，实质上是防止毒品滥用对社会带来的

危害。“互联网+物流”毒品犯罪扩大了毒品犯罪侵害的法益规模，法益保护的前置具有合理

性。判明“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属毒品犯罪还是他罪，应坚持形式法益入罪、实质法益

出罪的二分法模式。在对“互联网 + 物流”企业涉毒行为的归责中，应坚持“行规”标准，

不应任意扩大企业的毒品治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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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罪主要是指利用互联网和物流平台进行的，与毒贩无犯意联络的毒品

犯罪行为，如跨境代购毒品、网络虚拟空间吸食毒品、利用互联网提供制毒方法等，借助物流快

递平台实现毒品的跨时空转移等。在毒品犯罪网络化的浪潮中，“互联网 + 物流”涉毒犯罪问题特

别突出。与传统毒品犯罪手段相比，“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罪具有突出的匿名性、隐蔽性和强流

动性，参与人员多，更容易逃避执法部门的打击。相应地，“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罪在效率更高

的同时，具有较低的风险，成为毒品犯罪加剧的重要环节和因素。
〔1〕但是，“互联网 + 物流”涉毒

犯罪也因法益、政策等方面的分歧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带来了归责理念、模式及其治理方式等方

面的问题，有待专门梳理。 

法学界普遍认为，“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罪利用“互联网 + 物流”模式行毒品犯罪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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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梅传强、王心一：《物流运毒犯罪的肇因检视与治理之策》，载《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 年第 1 期，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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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施方式触及多个罪名，确属实质一罪。但是，司法实践对此存在争议。以争议较大的“跨境

代购违禁麻精药品”行为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法〔2015〕129 号，下称《武汉会议纪要》）
〔2〕明确规定，可以适用非法经营罪；但是，2023 年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昆明会议纪要》）
〔3〕规定“构

成妨害药品管理罪的，依法定罪处罚”。换言之，跨境代购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行为可能适用毒

品犯罪的罪名，也可能适用非毒品犯罪的罪名。此外，对互联网通讯群组涉毒行为的处置也存在

同样的问题。归根到底，“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罪归责理念、模式等方面的问题是毒品犯罪法益

内涵的含混造成的。源于毒品犯罪法益内涵的不明确，使得“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的法律适

用出现了一时此罪一时彼罪的情形，难免“为了定罪而定罪”之嫌。众所周知，妨害药品管理罪

保护的法益是药品管理秩序，互联网刑法保护的是网络秩序。“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形式上借

助了“互联网 + 物流”手段，实质上实施的是毒品犯罪，因毒品犯罪手段更新，而将保护药品管

理秩序法益和网络秩序法益的罪名适用于毒品犯罪，混淆了毒品犯罪法益、妨害药品管理罪法益

与互联网刑法法益的边界。 

判明“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当属毒品犯罪抑或他罪，核心是明确毒品犯罪法益的内涵和

外延。在法益论仍然是犯罪本质最主流理论的背景下，须在法益论这一分析框架下讨论法定犯个

罪中的诸多问题。
〔4〕厘清毒品犯罪侵犯的法益，对“毒品”这一概念要有完整的认识。毒品在汉

语的语境中是“毒物”之“毒”与“药品”之“品”的结合，具有道德上的谴责和法律上的否定

评价；英文中的“narcotic”麻醉剂与“drug”药品，更多强调的是药物性。毒品作为法律概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称《刑法》）第 357 条的规定，毒品具有依赖性、危害性和违法

性，除刑法明确列举的毒品类型外，某种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能否认定为刑法上的毒品，关键在

于考察其是否被国家列管。
〔5〕截至 2021 年 7 月 1 日，我国已列管毒品 4 449 种，其中麻醉药品 121

种、精神药品 154 种。从毒品犯罪的违法性讲，毒品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源于国家的列管，

毒品犯罪对毒品管理制度的侵犯是不言而喻的。从毒品的依赖性、危害性来说，保护社会公众的

身体健康是毒品犯罪所保护法益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因毒品具有药物价值这一客观实际，又使得

毒品犯罪保护法益的内涵并不仅限于社会公众健康。从健康公众的角度看，毒品的泛滥会对健康

公众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特别是对缺乏自控力的青少年群体，毒品的泛滥势必产生严重威胁；

                                                        
〔2〕《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非法贩卖上述麻醉

药品或者精神药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3〕《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确有证据证明出于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违反药品管理法规，未取得药品相

关批准证明文件，生产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进口在境外也未合法上市的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或者明

知是上述未经批准生产、进口的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而予以销售，构成妨害药品管理罪的，依法定罪处罚。”“确有证据

证明出于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国家规定管制的、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

药品的，不以毒品犯罪论处；情节严重，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处理。” 

〔4〕 刘艳红：《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商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24 页。 

〔5〕 何荣功：《刑法与现代社会治理》，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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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犯罪又有侵害公共利益的现实危险，从吸毒人群的角度看，毒品的泛滥会使得吸毒人群极易

接触到毒品，在恶化吸毒人群身心健康的同时，吸毒人群为获得毒品又会给公共安全带来现实危

险，引发各类社会治安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从特定疾病群体看，毒品又兼具药

品的属性，部分列管的药品又是这部分特定群体所急需的。 

甄别“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系毒品犯罪还是他罪，在毒品犯罪保护法益的视角下，应探

求违法犯罪行为的实质危害，运用法律解释手段，更精准地适用毒品刑法、互联网刑法，用法益

规范限制刑罚的适用，而不是一味地立法、增加罪名。为此，我们结合“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

罪案例，在法教义学解释的框架下紧扣“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罪侵犯的法益问题，探究“互联

网 + 物流”涉毒行为的归责问题。 

二、“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的法益与判定 

“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的准确判定离不开毒品犯罪法益的辨析。首先，需要明确毒品犯罪

侵犯的法益。法学界对毒品犯罪所保护法益的观点主要有：德国学者罗克辛教授的认为，贩卖毒

品的可罚性的正当化根据在于，如果不处罚贩卖毒品的行为，就不可能控制毒品的泛滥，而且毒

品对无答责能力的服用者特别是未成年人会产生严重危险。
〔6〕张明楷教授提出，贩卖毒品罪是抽

象危险犯，其保护法益是社会法益的公众健康，吸毒者的承诺不影响贩卖毒品罪的成立，作为毒

品犯罪保护法益的公众健康，并不是指特定个人的身体健康，而是作为社会法益的公众健康。换

言之，毒品犯罪不是对个人法益的犯罪，而是对超个人法益的犯罪。
〔7〕还有学者提出毒品侵犯的

法益有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二次犯罪”危险理论、毒品的不可泛滥性等。上述理论普遍从毒

品的危害切入，阐释毒品之所以为毒品的问题，存在较多的分歧。结合毒品的本质和概念，我们

对毒品犯罪侵犯的法益进一步探析如下。 

（一）毒品犯罪法益的商榷 

刑法必然要保护集体法益，某种利益是否属于集体法益以及是否值得刑法保护，不可能有抽

象的结论，只能具体分析与判断。
〔8〕从规范刑法的角度而言，毒品犯罪没有具体的受害人，毒品

犯罪侵害的法益具有抽象危险性，当属集体法益范畴。在因果关系方面，走私、贩卖、运输、制

造毒品的行为与毒品最终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仅有间接因果关系。换言之，相对于毒品对人体最

终造成的危害，毒品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行为顶多只是提供给他人一个自我损害的途径，

并不是一个直接的损害行为。
〔9〕毒品对公众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后果，取决于吸毒人员吸食毒品的行

为（强迫吸毒行为除外）。因此，毒品犯罪没有具体明确的受害人，这是毒品犯罪法益探析的关键。 

                                                        
〔6〕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 3. Aufl. 1997, S.18. 

〔7〕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504 − 1505 页。 

〔8〕 张明楷：《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载《法学评论》2023 年第 1 期，第 57 页。 

〔9〕 张天一：《对重刑化政策下贩卖毒品罪之检讨》，载《月旦法学杂志》2010 年第 5 期，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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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公众应承担维护健康的义务。人（包括个体和公众）应该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公众有拒绝购买毒品、抵制吸食毒品的社会义务。若无吸食人员购买、吸食毒品的行为，即使毒

贩制造、囤积再多的毒品也没有消费市场，更不会对公众健康产生危害。假若认为毒品犯罪侵犯

的法益是公众健康，根据行为责任原理，刑法制裁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是吸食毒品损害自身健康的

公众。另外，对公众健康的侵害应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形下。例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违

反了国家的卫生监督管理秩序，与毒品犯罪相比，同样是有毒有害食品、同样是故意犯罪，不同

的是社会公众并不知晓食品的有毒有害性。毫无疑问，一般的社会公众若知晓食品是有毒有害的，

是不会去购买、食用的。与之相反，随着毒品危害常识的普及于公众，毒品犯罪的供需双方都知

晓毒品的危害。因此，将毒品犯罪侵犯的法益归结为公众健康的观点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第二，社会法益公众健康导致毒品犯罪认定困境。整体而言，基于违法性与有责性而展开的

刑事归责大致遵循“发生了风险结果→引发风险结果的行为→实施风险行为的主体”这样一条回

溯性逻辑进路，通过对违法性与有责性的解释使得刑事责任的认定最终落实在引起风险行为发生

的具体主体上。
〔10〕由于毒品标的物自身的物理存在性，其发生风险结果需要进一步的介入因素，

即吸食毒品的“公众”。那么，由公众健康权益损害结果的发生，推导引发公众健康权益损害的行

为即公众自身食用毒品的行为。据此，实施风险行为的主体应该是吸食毒品的公众。在此归责框

架下，若认为毒品犯罪保护法益为社会法益公众健康，那么回溯实施制作、贩卖、运输毒品行为

主体的责任，就会陷入逻辑认定困境。 

第三，社会法益公众健康难以解释持有型毒品犯罪侵犯的法益侵害。持有型犯罪中的罪过推

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持有型犯罪往往是这类犯罪的更加严重的先行犯罪后续犯罪的结果状态、

过渡状态或预备状态，而对行为人的先行犯罪或后续犯罪的证明难以实现，从而无法认定比持有

型犯罪更加严重的先行犯罪、后续犯罪和目的犯罪的情况下，刑法为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所作的

一种妥协和折中处理。
〔11〕非法持有毒品罪更是如此，往往是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难以证实

的情况下，按非法持有毒品罪认定。在非法持有毒品罪中，若毒品犯罪侵犯的法益是公众健康，

那么就会得出危害公众健康的风险→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的结论。非法持有毒品行为的前提是非

法，持有行为不会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持有与公众健康的危害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因此，社会法益公众健康难以合理解释非法持有型毒品犯罪对法益的侵害。 

第四，与同样具有危害公众健康法益的物质的反向对比。从反面例证看，烟草、酒精同毒品

一样，对公众健康均能造成危害，但烟草、酒精危害公众健康并不受刑法的特殊规制。有学者提

出：“烟草制品虽然是专卖物品，但即使未经许可而经营的，也不会对公众的法益造成任何威胁，

只要‘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烟草专卖法》第 32 条），

                                                        
〔10〕 刘艳红、龚善要：《网络服务提供者对 AI 决策的刑事归责研究》，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第

165 − 166 页。 

〔11〕 易延友：《证据法学：原则 规则 案例》，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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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以达到行政法的目的。因为未经允许经营烟草制品，无非是为了盈利或者为了省事（不办理

行政许可），而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就足以抑制这类行为。即使不能完全抑制，也没有必要动

用刑罚。”
〔12〕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2022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显示，2019 年

度与危害物质使用相关死亡人数中，吸毒导致死亡人数占到烟草、酒精、毒品致人死亡总量的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2020》显示，我国吸烟人数超过 3 亿，2018 年中

国 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 26.6%，其中男性吸烟率为 50.5%，每年 100 多万人因烟草失去生命，

如果不采取有效行动，预计到 2030 年将增至每年 200 万人，到 2050 年增至每年 300 万人。众所

周知，烟草并不是刑法管制的对象，是否意味着毒品与烟草对公众健康危害的“量”“质”不同，

因而回避烟草危害公众健康的实质呢？显然不能这样认为。应否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罚非法经营烟

草的行为，关涉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并非刑法理论本身所可以解决。
〔13〕 

（二）毒品犯罪法益的形式与实质 

毒品之所以为毒品，关键是国家的管制。国家管制毒品的原因是毒品泛滥将严重危害社会安

全；同时，社会公众无法合理应用毒品，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介入。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毒品犯罪

侵犯的法益分为形式法益与实质法益两部分。 

第一，国家对毒品的列管制度是毒品犯罪的形式法益，也是毒品犯罪的制度边界。尽管形式

法益的保护存在较大的风险和争议，但作为与集体法益相类的范畴，形式法益范畴依然具有指征

性的价值。同时，我们也反对纯粹的形式法益保护。在没有实质法益支撑的情况下，形式法益的

保护甚至具有相当大的风险。结合毒品概念的分析，国家之所以要对毒品进行列管，根源在于毒

品本身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毒品的滥用危害身体健康，甚至影响整个民族的身体体质；另一方

面，无论是作为兴奋剂还是镇静剂的毒品在医疗方面的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大麻在我国

有着悠久的使用历史，工业大麻中的四氢大麻酚（THC）含量低于 0.3%，不具备毒品的成瘾性，

可用于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同样是大麻，如何控制好其作为毒品原植物的属性，将四氢大麻酚

含量控制到低于 0.3%，社会公众是完全没有这个能力的，这就需要国家的强制力。因此，国家的

毒品列管制度本身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毒品犯罪侵犯的形式法益。 

国家对毒品的列管制度所禁止的具体行为有哪些，可以结合国家禁毒方针中的“禁种、禁制、

禁贩、禁吸”进行综合阐述。由上述方针可以看出，毒品的种、制、贩、吸四种主要行为是国家

严令禁止的，四种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也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呈现，主要体现为毒品刑法列举的具体

罪名。 

第二，控制毒品泛滥是毒品犯罪保护的实质法益，也是毒品犯罪的内涵。毒品对人类及社会

的危害根源于毒品成瘾机理，毒品主要有兴奋剂和抑制剂的作用。毒贩生产、制造、运输、贩卖

毒品到吸毒人员手中，致使毒品滥用产生社会危害。针对毒品的双重性质，国家需要采取强力控

                                                        
〔12〕 张明楷：《避免将行政违法认定为刑事犯罪：理念、方法与路径》，载《中国法学》2017 年第 4 期，第 47 页。 

〔13〕 陈家林：《法益理论的问题与出路》，载《法学》2019 年第 11 期，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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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使其为人类所用并尽量削减、控制危害。 

毒品泛滥对社会秩序及公共利益的损害主要体现在贩卖毒品直接破坏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

度，侵害吸毒人员的身心健康。对吸毒人员而言，毒品滥用在损害自身健康的同时也损害他人利

益、危害社会秩序。例如，毒驾、艾滋病的传播、救治吸毒人员引发的医疗资源占用等，皆是吸

食毒品的危害。2023 年 2 月发布的《美国国内毒品问题现状》显示，美国 15 个州已将大麻娱乐

用途合法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一年里（2020 年 4 月

至 2021 年 4 月），美国有超过 10 万人死于吸毒过量，这一数字是死于枪击案人数的 8 倍，接近死

于交通事故人数的 3 倍。 

毒品泛滥对国家安全的危害主要体现在毒品犯罪通过影响国民体质，危害国家的经济、社会

和军事安全。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之前，列强借助鸦片，使得当时的满清政府每年白银外流

达 600 万两，国库空虚、国防形同虚设、国人身体受损。当前，美国、加拿大、泰国等国政府推

动娱乐用大麻及其制品合法化，使得贩卖娱乐用大麻及其制品不再属于犯罪，但此举背后有强烈

的政治色彩或动机，国家把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原本就具有政治色彩。
〔14〕一方面，娱乐用

大麻及其制品合法化，可以使政府合法地获得可观税收，税收收入的增长又成为推动娱乐用大麻

及其制品合法化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娱乐用大麻及其制品借助“互联网 + 物流”的外流，势

必形成流入国大麻滥用的现实危害。资金外流、国民身体受损、因吸食大麻引发诸多犯罪问题等，

这些都会给流入国的社会秩序、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综上，毒品犯罪侵犯的法益，形式上是国家对毒品的列管制度，实质上是控制毒品的滥用对

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安全的危害。认同毒品犯罪保护的实质法益是控制毒品的滥用对社会秩序乃至

国家安全的危害，就更能恰当地解释“不管行为人将毒品贩卖给没有吸毒的人还是贩卖给正在吸

毒的人，不管是将毒品出卖给特定的一个人还是多个人，不管能否证明吸毒者的身体健康是否恶

化，都不影响贩卖毒品罪的成立。基于同样的理由，即使吸毒者同意或者承诺自己的身体恶化，

也不可能阻却贩卖毒品罪的违法性”。
〔15〕对于持有型毒品犯罪，持有行为形式上违反了国家对毒

品的管理制度，实质上造成了毒品滥用风险（诸如为售卖做准备），那么就应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

又如前文提到的烟草，烟草具有影响公众健康的抽象危险，国家之所以未将烟草滥用作为刑法规

制对象，是因为烟草滥用对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安全不会造成危害，通过国家特许经营制度就可以

限制烟草的滥用。 

（三）“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罪法益侵害之递进 

依据本文关于毒品犯罪侵犯法益的观点，从毒品犯罪侵犯的形式法益看，存在毒品犯罪入罪

门槛较低的特点，即违反国家对毒品的列管制度就可以入罪；而从毒品犯罪保护的实质法益看，

又存在出罪门槛不易量化的特点，即控制毒品的滥用对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安全的危害，是一种抽

                                                        
〔14〕［美］理查德·昆尼、［美］约翰·威尔德曼：《新犯罪学》，陈兴良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4 页。 

〔15〕 张明楷：《代购毒品行为的刑法学分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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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危险。 

较之传统毒品犯罪的法益侵害，因中立第三方“互联网 + 物流”作为犯罪手段的介入，“互联

网 + 物流”模式下的毒品犯罪法益侵害的规模也随之扩大。网络犯罪是远程犯罪（remote conduct），

远程性与匿名性等共同降低了告发的可能性，使侦查和逮捕变得相对困难。网络犯罪也是一对多

的犯罪，不同于线下常见的一对一的犯罪（one-to-one crime），这增加了犯罪行为人的预期收益，

扩大了法益侵害规模。
〔16〕“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罪，采取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破坏国家对

毒品管理制度的同时，也破坏了网络空间和物流快递运输的正常秩序，使得无犯意联络的网络服

务提供者和物流快递运输从业者，在未尽到谨慎的行业管理义务时，有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同

时，“互联网 + 物流”模式下的毒品犯罪加剧了毒品在不同人群的传播。互联网的弥散性，使得不

同人群均可无差别地接触网络信息；物流快递的收货方可以是无差别的各类人员。特别是对于无

答责能力的毒品成瘾者和未成年人，可以在互联网空间任意获取涉毒信息，通过物流快递可以无

差别地获取毒品。总之，“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罪相较传统毒品犯罪对法益的侵害，从形式上看，

破坏国家对毒品管理制度的同时，还破坏国家对网络空间的监管秩序和物流快递行业的合规发展，

增加了国家和企业的监管成本；从实质上看，使得毒品的受众更加无差别化，加大了无答责能力

的毒品成瘾者和未成年人接触毒品的风险，形成了扩大毒品滥用的局面。 

（四）“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的判定 

各国刑法基本采用“形式入罪 + 实质出罪”的二元评价模式，即并非所有符合构成要件的行

为都是犯罪，对社会危害性或违法性低的行为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17〕《昆明会议纪要》也规定

了非毒品犯罪的诸多情形。
〔18〕在我国刑法的犯罪概念中，社会危害性是关键之所在，它是一行为

被立法者规定为犯罪的原因以及解释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实质理由。
〔19〕社会危害性注重于对

犯罪行为进行道德善恶的价值判断，罪刑法定原则注重的是犯罪行为形式的、客观可计算的或者

说可预测的手段的合理性。
〔20〕因此，法益视角下判定“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属毒品犯罪还是

他罪，原则上应当遵从形式法益入罪、实质法益出罪的判定模式。 

从形式法益入罪的角度，将侵害毒品管理制度的“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归结为明知型毒

品犯罪。明知型“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罪是指行为主体明知是毒品或者毒品犯罪，而实施的毒

品犯罪行为，主要包括网络虚拟空间吸食毒品、利用互联网提供制毒方法、跨境代购毒品等。从

侵害实质法益的角度，将未侵害毒品管理制度形式法益但造成毒品泛滥侵害实质法益的行为，归

为义务型非毒品犯罪。义务型非毒品犯罪主要是未尽到行业规范义务，侵害毒品犯罪保护的实质

                                                        
〔16〕 刘艳红：《网络犯罪的法教义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17 页。 

〔17〕 刘艳红：《实质出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7 页。 

〔18〕 例如因治疗疾病需要，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携带、寄递国家规定管制的、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进

出境的，不构成犯罪。 

〔19〕 刘艳红：《实质刑法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34 − 135 页。 

〔20〕 刘艳红：《实质刑法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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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的犯罪形式，此种犯罪形式的定罪追责限于行业规范的范围。义务型“互联网 + 物流”非毒

品犯罪主要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物流快递运输毒品等行为。因

此，对明知型毒品犯罪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对义务型非毒品犯罪行为进行打击的同时还应综合

治理，督促相关部门履行监管责任、企业履行行业规范。 

三、明知型“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的归责
〔21〕 

规制“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罪的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

法》《昆明会议纪要》和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等印发的《关于加强互联网禁毒

工作的意见》（禁毒办通〔2015〕32 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8 号，下称《毒品案件解释》）第 14 条。结合上述文件，在法益侵害

的视角下，对明知型“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的归责进行辨析。 

（一）网络虚拟空间吸食毒品犯罪的归责 

随着网络视频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建立专门的网络聊天室，组建所谓的“毒友群”。进群需

要邀请进入，管理员还要确认进群吸毒人员的真实性，并且要求吸毒人员采用虚拟身份，边吸毒

边交流吸毒感受，形成了人员遍布全国各地、身份虚拟的网络吸毒圈子。 

对于网络管理员、群主等利用网络聊天室、通讯群组、直播平台组织他人吸食、注射毒品行

为的认定，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法学界，存在支持和反对将网络虚拟空间吸食毒品认

定为容留他人吸毒罪两种不同观点。支持的观点主要有：通讯群组虽然属于虚拟空间，但仍然是可

以供群内成员进行交流、参与有关活动的场所，其性质应当认定为容留他人吸毒罪中的场所
〔22〕；

在暗网上开设“聊天房间”相互交流吸毒行为，同样能达到吸毒者之间相互激励从而使吸毒行为

变得更加便利的效果，从社会危害性上讲，二者的性质是相同的。反对的观点主要有：将网络虚

拟空间吸食毒品认定为容留他人吸毒罪需要提供用于吸毒的场所，暗网上的“虚拟房间”与现实

中供人生活居住的房间有着本质的不同，现实中的房间不仅是一种私密的空间还可以阻挡外界的

干扰，比如遮风避雨，而暗网中的房间虽然具有私密性，但并不能排除外界的干扰，更不能遮风

避雨，并不能给吸毒者提供物理庇护的场所。
〔23〕在司法实践中，有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

罚网络聊天室聚众吸毒行为的案例。例如，陈某阳在刘某帮助下架设网络视频平台，后在 QQ 群

里发布消息，让想视频吸毒的好友来到这个平台，平台由管理员管理并视频吸毒验证。最终陈某

阳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24〕 

                                                        
〔21〕 本部分案例数据得来的方式为，通过法院裁判文书网检索自 2010 年 1 月至 2023 年 3 月的毒品犯罪案例文书，共搜索出 620 696

篇毒品犯罪案例，再分别以“代购”“网络”“开设网站”“暗网”“聊天室”“直播吸毒”“贴吧”“制造毒品方法”“物流快递”作为关键

词，在案例数据样本的事实部分检索含有上述关键词的相关判例文书。 
〔22〕 胡江：《毒品犯罪网络化的刑事治理》，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5 期，第 85 页。 
〔23〕 杨玉晓：《暗网毒品犯罪刑法治理困境与应对转向》，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21 年第 3 期，第 40 页。 
〔24〕 陈某阳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刘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黑 0713 刑

初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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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虚拟网络空间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的行为，属于明知型犯罪，毒品犯罪侵犯的法益应当前置。

聊天室的管理人员、平台的播出人员违反了国家禁止吸毒的管理规定，损害了毒品刑法保护的形

式法益，即应按毒品犯罪入罪。其组织网络聊天室、通讯群组或直播平台从事吸毒活动、表演吸

毒、交流吸毒感受等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毒品的滥用，为吸毒活动传播起到了示范效应，扰乱了

网络空间的正常秩序，具有社会危害性，侵害了毒品犯罪保护的实质法益，当按毒品犯罪量刑。 

容留他人吸毒核心是“留”，但关键是“容”。吸毒人员吸食不同作用的毒品后，表现出精神

兴奋和精神抑制两种精神状态。容留他人吸毒是容留者组织联络他人吸食毒品，继而允许吸毒人

员以吸食毒品后的精神状态，在一定的“场所”或者“空间”上停留。容留他人吸毒的核心是为

吸毒人员吸食毒品后的精神状态提供停留“场所”或者“空间”，起关键作用的是容留者组织、联

络、为吸毒提供必要便利的行为。换言之，无容留者的组织、联络、提供必要便利，则无容留他

人吸毒行为的产生，其“场所”或者“空间”只是外在媒介。从法教义学的角度解释，“容”，组

织、联络吸毒人员；“留”，为吸食毒品人员提供场所或者空间，当属“容留”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场所”应作广义的解释，除钢筋水泥铸造的密闭空间外，荒郊旷野、移动房车、水上游艇、

网络虚拟空间等，能够容纳吸毒人员吸食毒品后精神状态的“空间”都应认定为“场所”。为逃避

执法部门打击，“场所”应具备相对独立性、隐蔽性、私密性的必要特征。笔者认为，网络聊天室、

通讯群组、直播平台等相对封闭的互联网空间，直播吸毒的互联网聊天室、平台等，均被网络管

理员或者群主设定了特殊的进入方式，并不是开放式的网络空间，需要特定的账号甚至邀请码，

且不易受到网络空间其他参与人的干扰，具有实体空间的相对独立性、隐蔽性、私密性，应认定

为“场所”。结合前文的案例，从“容”的角度看，陈某阳实施了组织、联络吸毒人员吸毒的行为；

从“留”的角度看，陈某阳建立“粉红佳人”网络视频吸毒平台，为逃避打击其经常更换账号，

对进入平台的吸毒人员进行层层审核，进入平台的新人都要视频吸毒验证，否则就被“踢”出去，

吸毒人员吸食毒品后在该平台交流经验感受，上述系列管理措施使得“粉红佳人”平台具有“场

所”阻挡外部干扰、私密空间的特点，能够满足吸毒人员以吸食毒品后的精神状态停留聚集的要

求。从法教义学的角度而言，“粉红佳人”平台当属“场所”。陈某阳建立网络平台聚集吸毒的行

为，符合“容留”的形式要件，侵害了毒品刑法保护的形式法益和实质法益，定容留他人吸毒罪

更符合罪刑均衡的要求。 

（二）利用互联网提供制毒方法的归责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网络涉毒信息迅速传播，主要有“发布传授制毒技术”“贩卖制毒原料”

等，涉毒 QQ 号、涉毒 QQ 群、涉毒违法网站域名、涉毒境外违法网站等互联网涉毒的媒介纷纷

涌现。利用信息网络，设立用于实施传授制造毒品、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的方法，情节严重的，以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
〔25〕检索法院判例发现，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共 577 篇案例，仅 4

                                                        
〔25〕《毒品案件解释》《昆明会议纪要》中都有同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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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涉及设立毒品违法犯罪网站、通讯群组的案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共 30 312 篇案例，仅

1 篇为帮助设立毒品违法犯罪网站、通讯群组行为的案例。 

互联网毒品犯罪不宜参考网络诈骗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法益值得刑法保护的前提下，如

何确定和表述法益内容，直接影响相应的犯罪是实害犯、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
〔26〕如果刑

法分则条文就某个犯罪既没有“危险”之类的表述，也没有实害结果的表述，那么该犯罪原则上

就是抽象危险犯（当然也有不可一概而论的情形）。
〔27〕毒品犯罪显然是抽象危险犯。但是，非法

利用信息网络罪当属具体危险犯。法学界，对利用互联网提供制毒方法的定罪存在争议，争议的

焦点在于“情节严重”标准的认定。有学者认为，对在互联网设立网站、在通讯群组实施传授制

毒方法和发布贩毒信息等行为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实务中对“情节严重”的把握存

在争议，建议参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认定标准，从行为人在网站和通讯群组中的地位，发布违

法犯罪信息的数量、内容、浏览量等方面综合认定情节是否严重。
〔28〕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情节严

重的标准要求实施犯罪活动的网站数量达到 3 个以上或者注册账号数累计达到 2 000 个以上。从

统计数据情况看，此情节严重的标准很难达到，客观上造成大量潜在的互联网涉毒犯罪未能得到

依法打击处理。而实践中一条毒品制造的信息就能产生巨大的危害，具体危险犯中“情节严重”

的要件，明显与互联网散布制毒方法抽象危险犯的危害不相适应。 

互联网传授制毒方法的行为定传授犯罪方法罪更为恰当。借助互联网提供制毒方法的行为，

属于明知型犯罪，毒品犯罪侵犯的法益应当前置，传播制毒方法违反了《禁毒法》的规定，损害

了毒品刑法保护的形式法益，应按毒品犯罪入罪；制毒方法的肆意传播，必然会导致毒品制造的

泛滥，侵害毒品犯罪保护的实质法益。虽然《刑法》没有规定传授制毒方法罪，但规定了传授犯

罪方法罪。检索法院判例，传授犯罪方法罪共计 416 篇案例。其中，有 2 篇互联网贴吧及 QQ 群

涉嫌互联网发布毒品制作等犯罪方法的案例，13 篇利用微信、QQ 等通讯工具传授毒品制作方法

的案例。例如，被告人兰某林通过搜索百度贴吧“绝命毒师吧”以及“化工吧”等贴吧，获知制

毒人员的 QQ，并向他讨教如何制造毒品、购买制毒视频，学习如何制造毒品冰毒，后被告人兰

某林向黄某传输制毒视频，详解制毒工艺，并通过微信收取人民币 9 000 元。最终，被告人兰某

林因犯传授犯罪方法罪被判刑。
〔29〕 

从毒品犯罪保护的形式法益上讲，《禁毒法》第 24 条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传授麻醉药品、精

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制造方法”。制毒方法是受国家管制的，非法传授制毒方法就是非法传授

犯罪方法。利用互联网提供各种毒品的配方及生产工艺行为违反了国家的毒品管理制度，但若这

                                                        
〔26〕 张明楷：《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载《法学评论》2023 年第 1 期，第 54 页。 

〔27〕 张明楷：《抽象危险犯：识别、分类与判断》，载《政法论坛》2023 年第 1 期，第 73 页。 

〔28〕 戴红霞、张提、王修珏、陈程：《涉网络毒品犯罪治理进路》，载《人民检察》2020 年第 22 期，第 26 页。 

〔29〕 兰某林、陈某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毒品、传授犯罪方法、非法买卖制毒物品案，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

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赣 1102 刑初 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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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制毒方法用于科学研究或者学术探讨就应另当别论。为此，我们需要从“传授”这个关键行为

方式上入手分析。假若传授是针对特定的科研人员且在特定的内部互联网线路，即不易被普通大

众随意搜索便可获取的深网，那么这种传授制毒方法的行为就不应评价为犯罪方法。若传授行为

发生在明网，所有上网人员通过搜索引擎可以无差别地任意获取，或者需要缴纳费用等附条件地

获取，那么这种传授制毒方法的行为应该评价为毒品犯罪法益创造了不被容许的风险。从毒品犯

罪保护的实质法益上讲，制毒方法的肆意传播，必然会引发制造毒品行为的泛滥，亦会破坏社会

秩序危害国家安全。从毒品制作工艺的繁杂程度看，毒品制作并不需要极其复杂的工艺流程，近

年出现的“制、吸、贩”毒一体化模式就是例证。制毒人员通过网络获取制毒方法，又通过网络

购置制毒设备及原料，小规模的毒品生产供自己吸食同时又进行小量的贩卖，这种“制、吸、贩”

毒一体化的模式更加隐蔽，造成毒品滥用的风险更大。 

互联网传授犯罪方法，是否需要一对一地传授？前文的案例中，兰某林向黄某传输制毒视频，

因此被判定为传授犯罪方法罪，但在网络贴吧发布制毒信息的行为并未受到制裁。非法利用信息

网络罪是预备行为的正犯化，在利用网络实施传统犯罪的情况下，预备与未遂或者既遂不再是线

性的递进关系即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的关系，预备行为的正犯化因应了网络犯罪所具有的

弥散性特征，为有效惩治网络诈骗等犯罪提供了法律根据。
〔30〕网络诈骗犯罪的实施，无论是一对

一还是一对多，发布信息的往往是犯罪嫌疑人，接收信息的往往是受害人。在网络空间发布制毒

方法的预备行为，是不是传授犯罪方法的正犯化？制毒方法的发布者与寻找制毒信息的制毒者，

都是犯罪嫌疑人。制毒方法存在于网络空间后，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意获取。结合前文案例，黄某

搜索的制毒方法在贴吧已经存在，后又联系发布者详细学习制毒方法。笔者认为，作为抽象危险

犯，制毒方法的发布者在互联网通过邮箱、贴吧、微博等方式发布完制毒方法即犯罪既遂，而不

需要再进行一对一的传授。  

（三）跨境代购毒品行为的归责 

跨境代购毒品是“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罪的重要形式。检索法院判例发现，共 278 篇跨境

代购毒品的案例，均被判定为贩卖毒品罪。《武汉会议纪要》还规定：“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违

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非法贩卖上述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昆明会议纪要》已改为妨害药品管理罪。经查询，无因跨境代购毒品

的行为被判定为非法经营罪。 

毒品犯罪保护的实质法益是区分跨境代购毒品此罪与彼罪的核心。关于跨境代购毒品行为的

认定，张明楷教授给出了判断的路径与方法：“跨境代购毒品的行为是否构成贩卖毒品罪，首先取

决于行为是否符合贩卖毒品罪的成立条件，即主要是判断行为是否属于贩卖，所贩卖的是不是毒

                                                        
〔30〕 陈兴良：《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 1 期，第 92 −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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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以及代购者是否认识到是毒品。”
〔31〕笔者认为，还需要从毒品犯罪侵犯的法益角度，对上述

判断的路径与方法进行完善。跨境代购毒品行为的归责，代购者形式上违反了国家对毒品的管理

制度，就应认定为明知型毒品犯罪。假若实质上未造成毒品的滥用，也未使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面临遭到破坏的危险，那么依照形式法益入罪的毒品代购行为，在实质出罪时就应考虑行政处罚，

而不应评价为非法经营罪或妨害药品管理罪等其他犯罪。 

跨境代购毒品的种类、用途是认定毒品犯罪保护的实质法益是否被侵害的重要因素。在 278

篇跨境代购毒品案例中，涉及大麻及大麻制品案件 171 篇，涉及处方类药品诸如盐酸曲马朵、莫

达非尼、氟硝西泮及“止咳水”等 12 篇。跨境代购毒品诸如大麻类毒品，以贩卖毒品罪进行考量

并无异议，但出于医疗目的代购被列管的处方类药品，用于治疗疾病而不是传播的，即使违反了

国家对毒品的管理规定，也不应定贩卖毒品罪，这在《昆明会议纪要》中已经有了明确规定。 

四、义务型“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的归责 

在“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罪中，“互联网”“物流”是无毒品犯意联络的主体，但客观上起

到了帮助毒品犯罪、扩大毒品犯罪法益侵害规模的作用。无毒品犯意联络的“互联网”“物流”主

体，在司法实践中，因帮助毒品犯罪被处罚的案例是空白的。无毒品犯意联络的“互联网”“物流”

主体，因违反行业规范，侵害毒品犯罪保护的实质法益，造成了毒品滥用的事实，但并非毒品犯

罪，对行业规范的违反并不意味着对毒品犯罪保护形式法益的侵害，因此不能用毒品犯罪答责。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归责 

“网络服务提供者”包括技术服务提供者和内容服务提供者。技术服务提供者即开发网站、通

信软件、交易平台等的技术服务公司或者人员；内容服务提供者即负责运营维护网站、通信软件、

交易平台的人员或者公司。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业审查义务不够明确，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难以发挥

有效打击的作用，诸如毒品信息的预警义务、网络平台所售商品的合规审查义务等。例如，被告

人傅某自 2011 年起至 2016 年 6 月，在互联网上开设网站公布 QQ 号码贩卖精神类药品，后又雇

请被告人汪某财为其制作和维护贩卖精神类药品的网站。
〔32〕该案中对被告人以贩卖毒品罪处以刑

罚，但未提及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处罚情况。非法毒品网站能够运营 5 年时间，网络服务提供者

未对该网站的涉毒行为作出任何反应，无论是技术服务提供者还是内容服务提供者，“信息网络安

全管理义务”显然是缺失的，致使毒品借助该网站肆意传播达 5 年之久，社会危害不可谓不大。

又如，在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 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园丁丁”论坛是近年来国内规模较大的大

麻论坛。该论坛通过邀请码进入，设有大麻品种、种子、种植等 10 个分区 38 个版块，会员 1 500

余人，内容涵盖大麻种植及大麻种子、种植用具、吸食工具、大麻买卖，为国内大麻吸食人群提

                                                        
〔31〕 张明楷：《代购毒品行为的刑法学分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1 期，第 11 页。 

〔32〕 汪某财贩卖毒品案，湖北省云梦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鄂 0923 刑初 1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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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种植、交易渠道。
〔33〕而该案只对被告人田某柳进行了定罪处罚，并未提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处

罚问题。类似“园丁丁”论坛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技术服务提供者完全具备反制的技术能力，

内容服务提供者同样具备内容审查预警监管的能力，然而行业义务的缺失导致“园丁丁”论坛成

为大麻交易的源头。 

网络中立原则和“通知规则”，应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归责原则。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

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陈兴良教授提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义务罪是典型的义务犯。在刑法

教义学中，所谓义务犯是指违反构成要件之前的、刑法之外的特别义务而构成的犯罪。
〔34〕刘艳红

教授提出，应该倡导网络中立原则，使其尽可能客观与公正。媒介的责任取决于媒介的角色定位。

通知规则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审查信息内容的权能。
〔35〕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中立第三方，并不

是违法信息的制造者，其作为网络空间的“看门人”并不能阻止违法信息携带者的进入，更不能

赋予其网络信息“裁判者”的权力，只能是司法行政部门的“信息员”，承担第一时间上报违法信

息的义务。结合毒品犯罪侵犯的法益，网络服务提供者应承担绝对的通知义务，即网络服务提供

者在涉毒信息审核、涉毒信息发布的过程中，要承担绝对的审核责任，在审核中、发布后，要及

时将涉毒信息内容及其他证据向司法部门报告，并做好证据保存配合有关部门的甄别、侦查打击

工作。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绝对审查义务、通知义务，从技术手段上来讲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上述信息后要第一时间及时上报司法部门，由司法部门做好甄别等后期工

作。若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发现报告，毒品犯罪通过网络服务提供者管理的网站泛滥的，可

根据情节适用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追刑。 

（二）物流快递运输毒品行为的归责 

在物流快递行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履行行业规范，如未实名登记、未开箱查验等，

导致毒品流失。若明知快件中藏有“违禁品”依然投递的行为，放任了毒品的传播，是可以用非

法运输毒品罪进行考量的。 

不应把未履行行业规范创设为物流快递企业毒品犯罪法益侵害的前置义务。按照“互联网 + 物

流”毒品犯罪的认定路径，物流快递行业未履行行业规范的要求，创造了不被允许的风险，将毒

品流失的风险归责于物流快递企业，导致物流快递企业应该承担非法运输毒品或者非法持有毒品

的责任。然而，这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是否“互联网 + 物流”毒品犯罪的认定与归责路径出现

了问题？回答是否定的。问题在于物流快递行业履行行业规范能否就必然杜绝了毒品流失的危

险？物流快递行业基于行业规范是否应当承担货物合法性的保证人责任？从实践上来讲，毒品犯

罪有其特殊性，物流快递企业形式上履行了行业规范，并不必然能够杜绝毒品通过快递渠道流失

的风险。反之，若将履行了行业标准就可以免除物流快递行业承担必要的货物安全保证人责任，

                                                        
〔33〕 胡江：《毒品犯罪网络化的刑事治理》，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5 期，第 83 页。 

〔34〕 陈兴良：《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 1 期，第 92 页。 

〔35〕 刘艳红：《网络犯罪的法教义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25 − 2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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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必然会导致行业规范流于形式，仅仅成为避免责任的手段。 

物流快递企业应承担货物安全必要的保证人责任，而不是绝对责任。物流快递企业作为承运

人和托运人之间基于承运合同，彼此信任承运货物。作为承运人的物流快递企业若对托运货物的

合规性承担绝对责任或者完全的保证人责任，显然是不合理的。诸如在不知情的情形下，物流快

递企业帮助运输盗窃所得的货物，就不能苛求企业承担货物合法性的保证责任。但是作为反面的

例证，上文提到的被告人傅某自 2011 年起至 2016 年 6 月，在互联网上开设网站公布 QQ 号码贩

卖精神类药品案件中，2012 年 10 月 19 日傅某以其母的名义与速运公司签订快件运输服务合同，

通过速运公司发送精神类药品，并代收货款。此种情形下快递公司显然没有尽到安全审查义务，

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后，我们不能把切断毒品物流运输这样重大的社会责任完全寄托给企业，只要企业履行合

规计划，按照相关行业要求，为相关部门打击毒品犯罪保存好可以倒查的证据，就已经尽到了毒

品治理的社会责任。 

五、结语 

毒品犯罪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禁毒刑事政策应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应尽可能立足于人性，

最大限度地理解毒品犯罪和毒品滥用的生成机理以及两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唯有如此，我们方可

构建更为理性、人道和有效率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
〔36〕毒品的特性，决定了毒品犯罪是抽象危险

犯。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是立即显现出来的，是对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深层次破坏，具有

潜伏期长和隐蔽性深的特点。因此，毒品犯罪保护的实质法益具有抽象危险性的特点。毒品犯罪

侵犯的法益是厘清毒品犯罪与他罪的根本，在判明“互联网 + 物流”涉毒行为当否属毒品犯罪，

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以是否造成毒品滥用为核心判定标准。网络刑法学教义化的本质是

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
〔37〕网络空间的涉毒行为是否用毒品刑法规制，核心是该行为是否造成了毒

品泛滥，借助网络空间的技术手段，行毒品犯罪之实，造成毒品滥用，就应该适用毒品刑法进行

规制。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启动网络服务涉毒犯罪的倒查机制，以网络涉毒犯罪查证属实为前

提，对未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未及时通知主管部门涉毒线索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适用拒

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追刑。对物流快递运输企业的货物监管，由相关部门设立专业的

安检队伍，进驻毒品入境通道重点省份的重点地区，依靠专业的技术设备、人员对货物进行查验，

杜绝赋予物流快递企业过多的毒品社会治理责任。 

                                                        
〔36〕 何荣功：《刑法与现代社会治理》，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67 页。 

〔37〕 刘艳红：《网络犯罪的法教义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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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ion of “Internet + Logistics” Drug-Related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w and Benefit 

GENG Jianfu  ZHOU Jianjun 
 

Abstract: How to determine whether “Internet + logistics” drug-related acts are drug-related 

crimes or other crimes is constantly evolving with the enrichment of judicial practice. The legal benefit 

of drug crime protection is the fundamental to clarify whether “Internet + logistics” drug-related acts are 

drug crimes or other crimes. The reason why drugs are called drugs is that the core is the states control, 

and the state’s control i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ug itself. The legal form of protection 

against drug crimes is the states control system for drugs, and the essence is to prevent the harm caused 

by drug abuse to society. “Internet + logistics” drug crimes have expanded the scale of legal benefits 

harmed by drug crimes, and the premise of legal protection is reasona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Internet + logistics” drug-related behavior is a drug crime or another crime,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dichotomy model of formal law benefiting into crime and substantive law benefiting crime. In the 

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drug-related behaviors of “Internet + logistics” enterprises, the “industry 

rules” standard should be adhered to, and the drug control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s should not be 

arbitrarily expanded. 

Keywords: Internet; Logistics; Drugs; Legal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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